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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是一个学科，更是一个命题。什
么命题？不同视角、不同研究方向，给出不
同的命题。但总的来说，考古学是一个反映
人类社会发展历程、逐步走向文明进步的
命题；是一个用语言文字形式阐释“物质存
在”，阐释人类发展规律及其社会关系的命
题。传统观点认为考古学属于历史学范畴，
是“证经补史”为历史学做佐证、为历史学
服务的。仔细想想为什么一定属于历史学
呢？历史学又属于谁？一座墓葬或一艘沉
船，对于蚂蚁或小鱼而言，什么都不是——
只是一个空间存在而已。然而对于人类而
言，就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也只有人
类才会对它们有兴趣——对自身的历史感
兴趣。虽然有“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之问，
但我们知道，在鱼的世界里没有考古学。因
此，考古学是关于人类在自然界中生存发
展进步的学科，除了历史学意义之外还有
很多可以探索的内容。1962 年，宾福德在

《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中，系统阐述了考
古学在“阐释整个时空内的人类生存之物
质及文化”的层面应有更加广泛的作用，开
启了一场“考古学革命”，逐渐将考古学引
向科学的范畴。

其实，考古学就是考古学。它是观察人
类社会发展细节，探索人类起源，研究人类
生存方式以及对自然环境适应能力，乃至不
同历史阶段人类物质财富的创造能力、艺术
成就等一系列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因此，它
具有历史性、社会性、科学性、艺术性、文化
性等，包括对人类文化多方面成就的阐释。
因此，它具有多副面孔。

考古学不仅仅属于历史

人类社会发展是一部读不完的“百科
全书”，历史记录的仅仅占其中很少一部
分。考古学诞生以来，为我们认识人类自
身历史和社会变迁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
献。然而，考古学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完善

“历史编年”、印证曾经久远的辉煌历史
那么单纯；其根本目的在于根据古代人类
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研究古代
社会历史；通过历史遗迹、文化遗物，展
现不同历史阶段人类社会的发展成就，反
映其人文历史、社会价值及其缘由的方方
面面。

考古学以探索发现为第一要义，根据
古代物质遗存挖掘湮灭已久的人类历史片
段，创造新知。这一特点一方面决定了考古
学对人类历史文化演进的不可或缺，例如
人类起源演化、农业起源、文明起源、文字
的产生、国家和社会制度（国家治理体系）
形成乃至意识形态等重大历史问题。另一
方面，考古学又是展示人类社会物质文化
成就、科学技术发展进步阶梯等社会发展
规律的重要窗口。

从古典考古学到科学考古学，经过二
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已经不再单纯。更重要
的是考古学已经融入到人类发展的思想体
系中去，渗透着许多哲学思想的碰撞与交
流。正如布鲁斯·G·特里格所说的那样：考
古学活动不可置疑地改变了对人类历史和
行为的理解。

当代考古学是建立在古物学和地质学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型学科。十九世纪以
来兴起的史前考古学在探索人类起源演化
和文明进程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极大
地延伸了历史的轴线，拓展了历史的宽度，
丰富了我们对人类发展演进历程和历史文
化的认知。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
将人类历史向前延伸了300多万年；农业考
古学、聚落考古学和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将
人类的定居生活和农业萌芽推进到 2 万~
1.5万年前。

二百多年的考古学发掘研究，积攒了人
类从狩猎采集的蒙昧野蛮时代逐渐向原始
氏族社会过渡，进而向文明时代进发的巨量
考古学资料，催生了体质人类学、分子考古
学、农业考古学、民族考古学、宗教考古学、
社会考古学等门类的知识体系。它们中的大
部分仍然在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的框
架之下，利用田野考古的材料研究古代社会
的某一个方面，只不过研究的侧重点和主体
目标有所不同。

人类属于社会性动物，她不仅创造了
历史，还创造和改变了自己、创造了社会。
因此，考古学除了在历史进程这条主线之
外，还涉及人类生存、环境适应、科学技
术、文化艺术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社
会细胞的细枝末节。吃什么——植物考古
学、动物考古学；用什么——器物类型学；
住哪里——聚落考古，怎么住——建筑考
古学；如何制作工具——石器打制技术、
实验考古学；如何适应环境——环境考古
学、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如何看待自
然——天文历法、天文考古学；如何利用
自然改造自然——火的使用、农业考古
学、冶金考古学、科技考古学；有何信仰
——民族考古学、宗教考古学；有什么样
的兴趣爱好、取得了什么样的文化艺术成
就——文化考古学、音乐考古学、美术考
古学；乃至人群组织架构的形成与发展及
社会体系的建立——社会考古学；人类认
知能力和语言的起源——认知考古学。可
以说考古学从理论体系到具体实践，建立
起一个庞大的科学体系，其触角已经深入
到整个人类世界的方方面面。

考古学不是挖宝

考古学不在于“挖宝”，不能仅限于展现
精美、绝世的古代文物，而在于探究这些文
物背后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根脉、社会机
理和运作体系等一系列问题。考古学不仅仅
在于验证历史、“再现”历史片段，发现众多
历史上没有记载的东西，更在于探寻其产生
的历史根源、社会背景。

考古学有绚丽多彩、璀璨夺目的一面，
也有灰头土脸、稀松平常的一面。而且绝大
多数情况下是不被看好的后者。对于考古
学家来说，他们的一生基本上是与破破烂
烂的石头瓦块打交道——从中搜寻着古代
人类发展进步的足迹——发掘和整理出能
够让公众理解和认识的知识。这正是考古
学家的职责和追求所在。一百多年间，从周
口店北京人遗址到大江南北，数以千计的
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将东亚大陆的人类
历史提前到243万年以前；仰韶遗址发现以
来数以万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研
究，揭示了从部落联盟到古国时代再到王
朝国家的演进历程；大量先秦遗存以及秦
汉时期的考古发现，映射了我国在政治、经
济、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成就。

考古学关注个例，但不限于个例的体
现，更在于其中蕴含的集体意识和社会意
识。无论是令人费解的三星堆、雄浑壮美的
秦兵马俑；还是曾侯乙墓、中山王墓、海昏
侯墓……无数震撼世界的考古发现，其意
义不在于文物本身精美的外表，而在于内
在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对我
们知识体系的扩充。

裴里岗、贾湖、二里头、仰韶、龙山、良
渚、陶寺、石峁、三星堆的发现，展现了“满天
星斗”“多元一体”的中华史前文明。贾湖遗
址发现的大量包括猪、狗、牛、鹿、鹤、龟、鳖、
螺、蚌和扬子鳄动物骨骼，大量水稻植硅石
和炭化稻米，以及世界上最早的七声音阶骨
笛、甲骨契刻符号、绿松石饰品等文物，显示
了较为发达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指引我
们追寻9000年前中华文明的足迹。陶寺遗
址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遗址，历
经40多年的发掘研究，揭露出包括宫城、贵
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王陵区、礼制建筑区
（观象台）、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等功能区
域的具备国家形态的都邑性王城遗址；出土
了彩绘龙盘、朱书文字、铜铃、土鼓、鼍鼓、特
磬、玉器、漆木器、圭尺等重要文物，标志着
中华民族王权和礼制“最早中国”诞生，奠定
了华夏的根基。

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记载了秦朝时的
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农业、仓库、货
币、贸易、徭役、置吏、军爵、手工业等十多项
内容，为研究秦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法
律、文化、医学等方面提供了实证资料。回天
医简发现了迄今为止数量最丰富、体系最完
整、最具理论和临床价值的古代医学文献。

所有这些，组成了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
明的集体记忆和基因密码。

考古学不仅仅在地下

考古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与过去的
人类生活及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其中有的是
从人类学视角出发研究人类社会演进。考古
发掘获得的器物是物质的，指示了文明进程
中跨越的一座座山峰。博物馆中精美的文物
在给人带来震撼、美感和艺术享受的同时，
更能让人们领悟其精神内核。

考古学方法是一个很好的思维训练的
方法，建构起以时间演化为轴线，以空间分
布为格局的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哲学思考。

究其本质而言，考古学的产品是精神
层面的，而不是物质层面的。考古学是生
产精神财富的，抑或说是将物质遗存转化
成社会认知（文化遗产）的一门科学——
是通过发掘物质遗存（包括历史典籍）来

“生产”精神产品。因此，考古学不应是少
数人书斋里的象牙塔，不再是收藏家们的
精神追求。

我们说考古学不仅仅在地下。
地上文物的考古学研究，历史文献的

考古学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和广阔前
景。敦煌石窟、云冈石窟、永乐宫壁画、应县
木塔以及遍布全国的地上文物蕴含的历史
价值、社会价值，成为建筑考古学、佛教考
古学、道教考古学、艺术考古学、社会考古
学重要基石。而知识考古学、认知考古学、
宇宙考古学、未来考古学等新型软性考古
学分支，亦将考古学研究上升到哲学层面
和更加广阔的领域。

考古学不但追溯历史阐释过去，还关注
未来启迪人类。考古学为探索历史真相和人
类的过去服务，更是为人类的命运服务。这
是考古学的终极命题。中国本土历史多元一
体、政治体制连绵不绝、哲学思想独树一帜。
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不但成为天文考古学、
医药考古学、科技考古学、社会考古学的天
然沃土，而且在文明进程、国家形成、民族融
合、经济贸易等方面具有非凡的意义。考古
学在发现与思辨、阐释与反思层面所特有的
功能与潜质，作用是巨大的。从历史文献中
寻找“瘟疫与战争”“文明与对抗”“合作共
赢”先例，反思给人类带来的益损，从而为人
类的未来带来希望与光明，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一类文
化遗存，目前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也多
以不同考古学文化陶器的差异作为主要的区分指
标。陶器的生产一般离不开窑（无窑露天烧除外），
由于制作工艺相对简单、原材料易得、运输成本的
限制等多方面原因，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绝大多数
应该都是在其使用地范围内或附近烧造的。因此，
窑也是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最为常见的遗迹类型之
一。如在黄河流域就发现了数量众多的仰韶至龙
山文化时期的陶窑；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先秦窑
址超过一百处，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有近七十
处等。

难觅踪影的崧泽窑

在长江下游地区发现了成百上千个崧泽文化
时期遗址，包括房址、墓葬、灰坑、水井等各类遗迹
单位。遗址中出土的陶器、陶片数量也非常巨大，
但有个现象比较“奇怪”——为什么确信无疑的崧
泽窑址却难得一见？

笔者长期在长江下游地区从事田野考古工
作，参与发掘过十几处崧泽至良渚文化时期的遗
址和墓地。对崧泽文化陶器最深的感触是这些陶
器、陶片在清理时基本都不能水洗，浸水后器表的
陶衣和陶片的“茬口”便会消失，会对文物造成伤
害，也影响进一步的修复和文保工作，更不用说用
毛刷刷洗了。后来，笔者又在山西发掘了一个季度
的仰韶至庙底沟文化时期的遗址，出土的彩陶片、
红陶片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它们在质
地上更接近于南方地区的硬陶，没有彩绘的陶片
用毛刷清洗不会对其造成伤害。笔者一度认为主
要是因为南方地区地下水位高、雨水多，水的长期
浸泡，使得史前陶片质地变得松软，但同时我们也
发现稍晚的印纹硬陶就不受影响，所以就更倾向
于认为烧造陶器的原料和烧造温度应该是造成这
种现象的主要原因。窑所能达到的烧造温度与窑
的结构直接相关，因此我们进一步怀疑是否史前
时期东南地区窑的结构与中原、长江中游一带的
有所不同，从而导致崧泽窑难觅踪迹？

建筑材料还是废物利用

不少学者将红烧土与房址联系起来，认为红

烧土大多属于建筑材料，并以偶尔一见的红烧土
残存墙体作为证据，加之以一些红烧土块上的木
质、草灰痕迹，进一步认为经烧烤的木骨泥墙类建
筑物在新石器时代广泛存在。

笔者觉得红烧土建筑在史前时期肯定是确
实存在的，但到底是偶然一见还是普遍现象当
可商榷，因为史前的房址几乎在全国各地都有
发现，数量也很多，但是可以确认的红烧土建筑
物却较为罕见，所占比例很低。相当数量的房址
只是在柱洞或墙基中发现一些细碎的红烧土颗
粒和红烧土块，这种现象更像是废物再利用，而
不是说红烧土一开始烧制的时候就是作为建筑
材料。

我们认为东南地区史前时代大多数的红烧土
可能是烧陶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用一次性薄壳
窑烧造陶器时，会在陶坯四周堆放柴木和干草等
燃料，外围还要用湿黏土密封，因此，一次性薄壳
窑的“壳”上也会因为接触到柴草留下印痕，出现
这些痕迹的红烧土也有可能是窑底或窑“壳”的废
弃物。

一些与崧泽窑相关的考古发现

长江下游地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以及
临近地区（如凌家滩文化）新石器时代比较明确的
窑址非常罕见，这应该与其建造的环境与窑本身
的结构不易保存有关。虽然完整的窑址尚未被发
现，但在一些考古工作中是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
迹——崧泽文化时期陶器烧造可能多用无窑露天
堆烧法或者一次性平地（浅穴）薄壳窑，试举以下
两例。

20世纪60年代，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发现过平
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圆形，面积为 1～5平方米左
右的红烧土面，烧土夹杂芦苇、稻草茎叶痕迹，发
掘者推测是平地烧窑的窑场，罗超进一步认为应
当就是一次性薄壳窑。

2023年，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江阴市南
湾遗址发现了一座疑似崧泽时期的窑址，其平面
为近葫芦形，呈东西走向，长约1.8、宽约1.6、残深
约 0.2、壁厚 0.03～0.05 米，底部存在红烧土硬结
面（发掘者认为该窑为图中白灰线所包括的范围，
由操作间、火膛、窑室组成，笔者认为红线内为窑
室，所谓“操作间”和“火膛”的边界不明显，可能为

误判）。从其外形来看，非常有可能是一座一次性
薄壳窑。

几点其他看法

关于一些史前整体的红烧土房址，我们认为
木骨经过火烤时，火候掌握不好的话有机质会炭
化，起不到加固的作用，反而会降低墙体的强度。
有可能存在两段式的墙体，即下部用火烤，墙体立
面中留有空洞，烧烤完成后在空洞中立柱，上层仍
用普通黏土建造。关中地区现在仍有这类房体下
部为砖、上部用土坯的房子，可以起到比较好地防
止雨水侵蚀墙基的作用。

一些地区考古发现的整体式的红烧土墙，
不可否认是当时等级较高的建筑物遗存，但其
普及程度还不明确，并且在笔者的想象中，这种
房子在烧造的时候多半会在房子里堆满陶坯，
房子“装修”好了，一窑陶器也烧制完成了，一举
两得。

中国的青铜器之所以最先出现于北方和中原
地区，可能也与该地先民掌握了先进的烧窑技术
可以达到更高的温度有关，东南地区史前的陶器
烧造技术一直比较落后——东南地区史前可能一
直采用的是无窑露天堆烧法或者一次性平地（浅
穴）薄壳窑，这种情况一直要延续到硬陶和原始瓷
的产生，南方地区才迎头赶上，甚至在后来一度超
越了北方和中原地区。

（作者单位：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
性和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这五大特性相互交织、
相辅相成，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辽金元时期
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关键阶段。这三
个王朝的国家祭祀活动，不仅继承了中原王朝的
悠久传统，更融入了独特的民族元素和时代印记，
鲜明地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文
化格局。本文以辽金元国家祭祀考古发现为切入
点，深入剖析其所体现的中华文明五大特性，以期
揭示其深远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

连续性：在传承中绵延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持续传承，得益于其深
厚的历史底蕴。国家祭祀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文
化活动，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辽金元时期的国
家祭祀考古发现，进一步彰显了中华文明在传承
中持续发展的显著特征。辽庆陵遗址的三座帝陵
前的享殿，其平面布局和建筑形态与唐宋帝陵的
享殿相似，均采用了前朝后寝的格局，这明确地揭
示了辽代帝陵祭祀制度在陵园布局、建筑形态等
方面对中原王朝传统的继承。此外，辽代亦继承了
中原王朝祭祀天地的传统，并将其与契丹民族自
身的自然崇拜相结合，内蒙古巴林右旗罕山辽代
祭祀遗址群出土的祭坛、祭祀坑等遗迹以及大量
的祭祀用品，证实了辽代祭祀山川的仪式。金代国
家祭祀同样展现了对中原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北
京房山金代皇陵建筑遗址群的布局规制，体现了
对中原王朝陵寝规制和建筑风格的借鉴与吸收。
此外，黑龙江阿城刘秀屯建筑遗址被认为是金代
祭祀日神的“朝日殿”，表明金代亦继承了中原王
朝祭祀天地的传统。元代国家祭祀在继承前代的
基础上，进一步融合了蒙古族的文化传统，形成了
多元化的祭祀体系。辽金元时期的国家祭祀制度，
在继承中原王朝传统的同时，也融入了各自的民
族文化特色，体现了中华文明在国家祭祀制度上
的连续性与创新性。

创新性：在融合中发展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持续展现出创新的活力，
源于其开放与包容的特质。在保持其独特性的同
时，该文明不断吸纳外来文化的精髓，并在此基础
上推陈出新。辽金元时期的国家祭祀活动，在继承
中原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融入了各民族的文化特
色和时代精神，彰显了中华文明在融合中发展的
卓越特性。辽代的国家祭祀体系，展现了契丹文化
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契丹的自然崇拜和萨
满信仰与中原传统相结合，形成了丰富的祭祀对
象，包括天地、祖先、山川、日月星辰等。罕山祭祀
遗址体现了契丹对山川的祭祀，而柴册仪遗址则
展示了仪式的创新：契丹传统的燔柴告天仪式与
中原皇帝受册仪式相结合，祭坛采用了方形与圆
形相结合的独特设计，象征着斯基泰与汉式文化
的融合。金代国家祭祀展现了女真民族独特的文
化内涵与创新精神。他们将长白山纳入国家祭祀

体系，形成了独特的长白山祭祀文化。吉林安图金
代长白山神庙遗址的发现，证实了这一创新之举。
其建筑布局、祭祀遗物等，都体现了女真族对神山
的崇敬。元代国家祭祀融合了蒙古草原文化和萨
满信仰，祭祀敖包、祭天等仪式，形成了更为多元
的祭祀体系。辽金元三朝的国家祭祀制度，在继承
中原传统的基础上，融合了各自独特的民族文化
和时代精神，形成了多元创新的祭祀体系，充分展
现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推陈出新的强大生命力。

统一性：在交融中形成

中华文明乃众多民族共同缔造之成果，辽金
元国家祭祀体系恰为该特性之生动体现。此等王
朝作为多民族共融之政权，其统治者尊重各民族
文化传统，积极采纳并融合各民族信仰，终铸就统
一之国家祭祀体系，彰显了中华文明“于交融中形
成”之显著特质。多民族文化交融之特征，在辽代
帝陵及贵族墓葬之祭祀遗址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辽代帝陵及贵族墓葬之祭祀遗址，皆可见多民族
文化交融之痕迹。内蒙古巴林右旗辽代怀陵遗址
出土之文物，融合了契丹、汉族等多种文化元素，
既有汉式建筑风格之享殿，亦有契丹传统之祭祀
用品。金代国家祭祀体系，在吸纳汉族礼仪制度之
同时，亦融入了女真族自身之传统习俗，形成了独
特之国家祭祀体系。元代正蓝旗羊群庙祭祀遗址
亦展现了文化交融之景象。石雕像服饰上之变形
缠枝花卉图案与江南地区元代瓷器图案风格相一
致，卷云龙纹图案亦见于其他地区元代器物，体现
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之特征。此等考古发现表明，
辽金元国家祭祀非单一民族文化的体现，而是多
种文化交流融合之产物，反映了统治者通过国家
祭祀活动，将不同民族之信仰和文化融入国家祭
祀体系中，增强了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

包容性：在碰撞中互鉴

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始终贯穿着与世界各
地文明的深入交流与互相学习。辽金元国家祭祀
考古的发现，揭示了这些北方王朝
独特的祭祀体系，体现了中华文明

“在碰撞中互鉴”的开放姿态和兼容
并蓄的特点。佛教的影响在辽金时
期尤为显著，辽宁北镇医巫闾山辽
代帝陵遗址群中的琉璃寺遗址，其
布局和建筑风格体现了佛教文化的
深刻影响；吉林安图金代长白山神
庙遗址出土的大量琉璃构件和佛教
造像，亦说明佛教已经融入金代国
家祭祀活动。元代国家祭祀同样展
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内蒙古自
治区正蓝旗羊群庙元代祭祀遗址出
土的三尊汉白玉石人雕像，融合了
汉族和蒙古族的文化元素——身穿
绣龙袍服，脚蹬蒙古靴，腰带上系有
蒙古刀、打火石等饰物，体现了元代

国家祭祀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吸收和尊重，以及统
治者对国家统一和文化认同的重视。辽金元时期
国家祭祀对不同文化元素的吸收融合，体现了中
华文明强大的包容力和生命力，也展现了中华文
明在与其他文明的碰撞交融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历
史进程。

和平性：在共存中延续

中华文明深植“和而不同”的理念，追求和平，
这一理念深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辽金
元时期的国家祭祀制度深刻地体现了对和平和谐
共处的追求，展现了中华文明“在共存中延续”的
和平基因。辽怀陵M1祭殿址出土的莲花纹柱础、
花纹方砖以及陀罗尼经幢和石造像残块，不仅体
现了辽代对佛教及汉文化的尊重，也对促进民族
间的和谐与文化交融起到了积极作用，反映了统
治者希望通过祭祀活动来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
结的愿望。金代同样注重通过祭祀活动来维护社
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与融合。元代继承并发扬了这一和平理念，元代统
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了包容的态度，这对于维护
社会和谐、减少文化冲突至关重要。羊群庙石雕像

“握杯坐椅”的姿态也与突厥石人“手握刀匕”的尚
武姿态形成对比，体现了元代统治者有意淡化武
力征服，强调文化融合，维护和平稳定的社会秩
序。这些考古发现表明，辽金元时期的统治者都致
力于通过国家祭祀活动，来表达对和平的追求，促
进民族融合和文化交融，并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构
建和谐共生的社会环境。这不仅体现了中华文明
和平基因的世代传承，也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如
何在共存中延续发展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本文受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科研实践项目
《辽代国家祭祀考古遗存的调查与研究》（编号
SJCX2024065）资助。同时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
学基金重点规划项目“北京地区辽金元时期多元
文 化 互 动 与 交 融 的 考 古 学 研 究 ”（编 号
22LSA028）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中央民族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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